
巴蜀符号器物 （摄于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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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气候温和湿润、水系发达，这个适宜人类繁衍的区域孕育了中华文明
中极其独特的古蜀文化。然而，曾延续两千余年的古蜀文明几乎被遗忘了近两千
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缺乏
文字记载的古蜀文明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国度或是充满浪漫神话
的传说之地。直至 20世纪初以巴蜀符号为代表的系列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我
们才重新发现失落的古巴蜀文明，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史补上了极其重要的一页。
古人对古巴蜀文明的记录不多，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对后世影响较大，书

中所载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论断亦被旧时文人奉为史实。这一延续了千
余年的论断直到 20世纪 30年代巴蜀符号被发现才被打破。20世纪初，成都白马寺
附近出土了一批印刻有特殊符号的青铜器物，引起了研究者关注。这些符号重复出
现在巴蜀青铜器上且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外形和一定的组合规则，然而它们既不同于
青铜器纹饰，更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文字。卫聚贤最早对这些特殊符号进行了系统
学术考察，并分别于 1941年、1942年两次在《说文月刊》上发表文章，对搜集到
的 48种巴蜀青铜纹符进行了考据和推测。他认为这些符号是用于表达特定意义而
非装饰，明确提出此类符号应为“巴蜀文字”。卫聚贤开创了巴蜀符号研究先河，
其成果亦成为此领域的首份汇编材料。

此后，学界开始关注四川、重庆及周边地区出土青铜器物上的此类图符，并称之为“巴蜀符号”或“巴
蜀图语”，搜集整理到的对象逐渐扩展到约 300个（种）。就截至目前的发现而言，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的器
物上都有巴蜀符号；它们广泛分布于青铜兵器、乐器、玺印及少量生活器物之上。当今主流学界基本赞同卫
氏的看法。李学勤将对巴蜀文字的解读列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并在《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
器》中明确指出：“我国先秦的文字，除汉字外可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有关材料积累不少，如能解读，必
将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有较大帮助。”
巴蜀文字的发现，不仅打破了古蜀“不晓文字”的论断，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发现成为我们重估古蜀文明

与再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契机。卫聚贤正是在有关巴蜀文字发现的文章中提出了今日著名的“巴蜀文
化”概念。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动摇了当时学界传统的“中原中心论”观点，拓展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
理论进路。古史辨派大家顾颉刚亦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春秋之前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开创了中华文明多元
起源研究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若干重大考古发现再次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佐证。从 4500年
前的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灿烂的古蜀青铜文化……随着对成都平原各文化
遗址的深入探索，古蜀别具一格却又与中原文化紧密联系的两千余年文化发展谱系浮出水面。可能没人会想
到，在西南一隅偶然发现的几个刻画符号，会成为学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契机。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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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符号器物的符号特写 （摄于成都博物馆）



对巴蜀符号性质的讨论，亦对建立中国学术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近几十年来，研究者
普遍认可巴蜀符号是一类表达特殊意义的符号，但对它多大程度上属于“（成熟） 文字”却看法不一。这种
争论的核心，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文字”认识的不同。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文字观念，承袭自“语音中心”
主义语言学，视文字为语言（语音） 的载体，因此认为只有覆盖语言总体、表音的文字才是高效率的、成
熟的文字。这种以西方拼音文字为尊的“符号达尔文”近年来开始为我国学界认识并展开反思。胡易容认
为，巴蜀符号的单个符号特征恰好使得它可能保留较为明晰的图像理据特征，这种介于图符与成熟象形文
字之间的符号体系是对探索中国学术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
近年来，四川大学“巴蜀图语的符号谱系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课题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巴蜀符

号的研究做出了极大扩展。团队在继承四川大学自徐中舒先生以来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深厚积淀的基础上，
将现代认知生物学和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巴蜀符号进行了有机结合。人文传统与前沿科学方法的跨界结合极
大地拓展了古文字研究的视域。从前，巴蜀符号的讨论多基于研究者的“猜想”，往往各说各话；而在脑
电、脑核磁等实验设备的辅助下，研究者可以从大脑反应、激活脑区差异的实证角度对巴蜀文字的性质和
表意机制做出探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越过“解读”的困难，将巴蜀符号与人类史上多种早期文字进行比
较和对话。目前，研究团队已建成学界首个巴蜀符号数字材料库和国内一流文字认知实验室，在认知科学
前沿与古文字研究结合的道路上迈出坚实脚步。
巴蜀符号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文字考古研究，其活力更已在传播实践中迸发。今日语境下的“巴蜀

文化”被赋予了广阔的内涵，它不仅包含狭义的古巴、蜀文化遗产，更是指以川、渝两地为核心的多民族
文化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从古至今的文化总和。而“巴蜀符号”，在今日传播实践中也包纳了川渝两地悠久历
史中的种种文化符号：从神秘的三星堆青铜面具到憨态可掬的熊
猫形象等。今天我们对古文字的研究或面临一次重要转向。对古
文字的考据当然极其重要，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哪怕被完美解读
出的古文字依旧不会是“鲜活的”，因为它们早已失去了其表意的
环境———符号活力唯一的来源是人们的表意活动。在这方面，研
究者的视域往往落后于社会发展。我们发现，学术上难以解读的
“死文字”早已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被重赋强大的表意活力。比
如，将巴蜀符号制作为表情包的符号新解，将巴蜀符号作为巴蜀
文化标志进行创意设计，以巴蜀符号为创意的文学创作，等等。
人们并不需要去考据巴蜀符号的“原始理据”，也能自发地赋予其
新的使用情景和意义。
狭义的巴蜀符号表征了巴蜀深厚文化的历史一维，它以新的面

貌与新兴的“现代符号”一同酿出了川渝双城文化圈的独特韵味。
如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圈”的建设。当
下广义的巴蜀符号的传播实践过程，也正是这一区域当代文化面貌
的构建过程，所彰显的是城市独特的文化形象和精神力量。
将传播实践研究引入对巴蜀符号的讨论正是对当下文化发展

的回应，更是理解巴蜀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文符的具体意
涵有所改变，但它们在“变”中维持了其本质功能的“不变”：从
前，它们是巴、蜀族人的文化标识，在今日文化下，它们成为川
渝文化圈居于中华文明共同体发展中、将现代与传统相连接的重
要线索。

（作者简介： 胡易容，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杨登翔，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接封二）

巴蜀符号文创设计（四川大学巴蜀符号课题组）


